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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湿交替对作物根际特征及铁膜形成的影响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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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广州  510642) 

摘  要：铁膜普遍存在于水生植物的根系表面，根际周围 Fe2+ 的浓度和根系氧化力决定了根表铁膜的数量。干

湿交替是农业生产中常用的灌溉技术。在干湿交替过程中，水分和氧气含量的变化导致根际土壤发生一系列物理、化

学和生物学变化，从而对根表铁膜的形成产生影响。本文综述了干湿交替过程对根际特征变化的影响，分析了根表铁

膜的形成条件、化学组成与空间结构和根表铁膜的形成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干湿交替对铁膜形成的影响以及干

湿交替诱导铁膜形成的可能机制。最后对干湿交替诱导铁膜形成的研究方法与应用前景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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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是岩石圈的主要元素之一，E. Gris 在 1843 年

提出了铁对植物生长的必要性[1]，这比其他微量元素

如锰、锌提前了 50 年[2]。尽管土壤中铁很丰富，但

是土壤水分状况的不同会导致铁的存在形态和溶解

度发生变化。 

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石灰性土壤上，铁基本上

都是以 Fe3+ 的形态存在，溶解度低，土壤中可溶性

铁的总量不足  10–10 mol/L，而植物所需的铁约为 

10–8 mol/L，因此铁的低溶解度使植物容易出现缺铁

症状[3]。为了防止出现这种现象，植物建立了两种从

低溶解度土壤中吸收铁的机制。机制 Ⅰ 是双子叶植

物和非禾本科单子叶植物通过向根际释放质子或螯

合剂，加强铁的还原和吸收，提高铁的溶解度；机制 

Ⅱ 是禾本科植物通过分泌麦根酸类物质，与 Fe3+ 形

成复合物后被直接吸收[1, 4]。 

而在淹水环境下，土壤中的氧气含量和氧化还原

电位较低，Fe2+ 含量较高，易造成毒害，除此之外，

还会产生大量还原性植物毒素，例如 Mn2+、H2S 和 

CH4，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植物的正常生长
[5]。植物为

了适应这种环境，在根系氧化力的作用下，Fe2+ 连续

氧化，在其根表形成一层铁氧化物胶膜，简称铁膜。

此种铁膜不仅可以减缓还原性物质对植物的毒害，作

为屏障阻隔对重金属或其他有毒元素的吸收，还可以

作为储存库在植物养分缺乏时提供养分。 

根际充足的 Fe2+ 和根系氧化力是影响铁膜形成

的两个主要因素。干湿交替作为一种节水灌溉技术，

在影响根际特征的同时，影响了铁膜形成。在干湿

交替过程中，排水灌水交替进行，干旱排水时，氧

气含量增加，Eh 上升，土壤处于氧化状态，灌水期

间，氧气含量减少，Eh下降，处于还原状态，此种

循环导致根际土壤发生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的变化，

影响植物根系氧化力及基因表达，进而影响根表铁

膜的形成。 

水资源在农业生产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

我国，农业用水占我国总用水量的 60% 以上[6]。然

而，随着人口的增长、城镇和工业的发展，以及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这对农

业生产中节水灌溉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干湿交替是农田管理中一种常见的节水灌溉技术，

能够有效节约水资源。与持续灌溉相比，干湿交替

不仅可以节约 42.8% ~ 53.7% 的水，而且可以提高产

量 [7–8]。本文通过综述干湿交替对植物根际特征变

化的影响，分析其对铁膜形成的影响，探讨了干湿

交替诱导根表铁膜形成的可能机理，并根据根表铁

膜特殊的物理屏障和养分库的功能，提出通过干湿

交替调控铁膜的形成，阻隔重金属和有机污染物通

过根系进入作物可食用部分，对作物的安全生产具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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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干湿交替对根际特征变化的影响 

1.1  干湿交替对根际土壤理化性质的影响   

在干湿交替过程中，土壤的氧气和水分状况发生

变化，进而对根际土壤的物理化学性质产生一定影

响，如土壤团聚体、土壤体积质量、土壤呼吸强度和

土壤有机质等。干湿交替可以改变土壤的化学组成，

Pires 等[9–10]通过计算机断层扫描观察干湿交替对 3

种土壤化学组成的影响，发现经过 9 次干湿交替，3

种土壤中的 K+，Ca2+，Mg2+ 含量均明显升高。Ma

等[11]发现干湿交替会降低土壤团聚体稳定性和抗张

强度，而且随着干湿交替次数的增加，粗颗粒的数量

逐渐降低。有研究表明，干燥土壤经过重新湿润后使

土壤团聚体发生裂解，破坏了土壤稳定性，原因是干

燥土壤在快速灌水后，存在于土壤孔隙中的空气被压

缩，由此产生的巨大压力造成土壤颗粒的分散，引起

团聚体的裂解，其裂解程度取决于土壤孔隙中空气的

体积和湿润速度[12–13]。土壤的胀缩性和土壤容积同

样受到干湿交替的影响。排水时，土壤收缩，容积变

小，土块较疏松的地方容易出现裂隙；灌水时，土壤

膨胀，容积变大，排水时产生的裂隙可能闭合[14–15]。

尧水红[16]通过室内模拟试验研究表明，经过 120 天

干湿交替处理后，土壤体积、土壤总孔隙度、土壤

机械稳定性、土壤近饱和含水量和土壤持水能力都

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培养过程中土壤体积和总孔

隙度都是呈现先略有增加后降低然后逐渐趋于稳定

的趋势，而土壤机械稳定性随着干湿交替次数的增

加不断加强。 

1958年，Birch[17]第一次提出干湿交替可以增加

土壤矿质营养的有效性，之后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

结果，干湿交替可以加速土壤有机质的分解，提高土

壤的矿化作用，而且随着干湿交替循环次数的增加，

矿化作用不断增强[13, 18]。然而，干湿交替提高矿质

营养有效性的原因仍存在争议。一方面，有学者认为

土壤呼吸作用的增强提高了土壤有机质的矿化作用。

研究发现，干湿交替后，土壤的呼吸速率会在 3 h时

达到峰值，并在一定时间内保持稳定的呼吸强度[19]。

当干燥土壤再次湿润时，土壤中的有机质含量增高，

呼吸作用的加强提高了矿质营养的有效性。另一方

面，也有学者认为矿化作用的增强主要与土壤团聚体

的稳定性有关[20]。干湿交替过程引起土壤胶体的收缩

和膨胀，使大团聚体裂解。当干燥土壤再湿润时，土

壤快速吸水，土壤孔隙中的空气不能及时排出，土壤

孔隙内外产生压力差，导致土壤团聚体膨胀裂解[13]。

土壤团聚体的裂解使部分有机质因团聚体的分散而

暴露，本来不能分解的有机质变得可被微生物利用。 

1.2 干湿交替对根际微生物的影响 

土壤理化性质与微生物活性有着密切的联系，彼

此互相影响。有研究表明，土壤的类型和理化性质是

微生物活性和群落结构的主要影响因素[21–22]。干湿

交替过程中土壤水分和氧气的变化影响着土壤水势、

pH、氧化还原电位、化学组成等理化性质的变化，

干湿交替可以通过影响土壤的理化性质影响根际微

生物的活性和群落结构。 

土壤在排水干燥过程中，水势降低，土壤微生

物能够自动调节渗透压，在细胞内产生高浓度的溶

质防止细胞脱水，如氨基酸、多元醇等。而土壤微

生物为半透膜结构，细胞外水势的快速降低会导致

细胞破裂死亡，因此，微生物活性随土壤含水量降

低而降低[23–24]。土壤的水分状况变化又会直接影响

土壤的氧气含量，改变土壤的氧化还原状态，进而影

响微生物活性及其群落结构。土壤干旱排水时，微生

物数量下降，以好氧型微生物为主；当土壤复水湿润

后，微生物数量迅速增加，此时微生物主要是厌氧型

微生物。Denef 等[13]及 Fierer 和 Schimel[25]认为干湿

交替使部分土壤微生物细胞膨胀裂解，导致细胞溶质

向外运输，释放出有机碳和内渗透调节物质等，这些

物质可以被剩余微生物利用，刺激它们的生长。   

经过多次干湿交替，土壤微生物结构发生变化。

Gordon 等[26]发现，经过 4 次干湿交替循环，真菌的

生物量呈现增加的趋势，在干旱条件下，真菌的丰富

度明显高于细菌，这说明真菌的耐受力强于细菌，更

容易适应低水势和干旱的土壤条件。这与富宏霖等[27]

的研究结果相同，随着土壤水分含量的减少，土壤真

菌的数量增加，细菌数量减少。也有研究表明低水势

会降低细菌生物量，而对真菌生物量没有影响，原因

是在干湿交替过程中来源于真菌的麦角固醇的含量

并没有发生变化[20]。Williams[28]的研究指出，在干湿

交替过程中，真菌活动减少。这可能是因为细菌与土

壤团聚体结合而受到保护，真菌位于土壤团聚体表

面，易受水分状况变化的影响，因此，随着干湿交替

次数的增加，细菌逐渐成为优势种群[29]。 

2  干湿交替对铁膜形成的影响 

2.1 铁膜概述 

水生植物为了适应淹水环境，在自然选择的过程

中，根系和地上部逐渐形成发达的通气组织[30]。在

淹水条件下，通气组织将氧气由地上部运输到根系，

保证植物的正常生长和根系的呼吸作用，多余的氧从

根中渗出，与 Fe2+ 结合，将其氧化为 Fe3+ 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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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物或氢氧化物，沉降在根系表面，形成根表铁氧

化物胶膜，简称铁膜[31–34](图 1)。自 1961 年以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根表铁膜的形成，并在多种

植物的根表发现了铁膜的存在(表 1)。 

植物根表铁膜呈红棕色，主要由结晶态和无定形

态铁氧化物或氢氧化物组成[58–59]。植物种类、土壤

环境等都会影响根表铁膜的结构和化学组成。Bacha

和 Hossner[38]发现铁膜的组成主要为纤铁矿，而Wang

和 John[60]则认为 FeCO3是根表铁膜的主要形态。随

着技术的发展，对根表铁膜成分的研究逐渐深入，通

过 XANES 观察发现，虉草根表铁膜主要由 63% 的

水铁矿、32% 的针铁矿以及少部分的菱铁矿组成，

香蒲根表铁膜由 49% 的水铁矿、18% 针铁矿、28% 

的纤铁矿和 5% 的菱铁矿组成[54]。此外，大量研究

发现，铁膜中还含有多种金属或非金属物质，如：

Al、As、Ca、P、Pb、Si、Zn等。铁膜在根表的分布

是不均匀的，主要在距离根尖 1 cm的部位形成，

距离根尖越远，铁膜的颜色越深，根毛区和伸长

区是铁膜形成较多的部位 [31, 61]。Chen 等 [35]发现，

在新根的根尖和二级侧根等养分吸收的关键部位

并没有铁膜的形成，因此推测铁膜的存在可能不  

会影响根系对养分的吸收。通过电镜进一步观察

发现，铁膜主要沉积在根毛、表皮和外皮层 [58]。

铁膜不仅可以沉积在根表的表皮细胞，沿细胞壁

形成光滑中空的铁多面体，也可以沿外部细胞的切

向壁向里凹陷，与土壤颗粒结合，形成铁细胞[35, 58] 

(图 1)。  

 

图 1  植物根表铁膜的形成(参考 Chen 等[35]文献进行修改) 
Fig. 1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iron plaque 

表 1  已发现根表覆有铁膜的植物 
Table 1  Plant species with iron plaque formed on their roots 

发现时间 植物种类 发现时间 植物种类 

1961年[36] 燕麦 Avena sativa 1989年[47] 苔草 Carex rostrata 

1961年[36] 雀麦 Bromus japonicus 1989年[48] 酸模 Rumex acetosa 

1961年[36] 梯牧草 Phleum pratense 1990年[49] 大红树 Rhizophora mangle 

1967年[37] 沼原草 Molinia cearulea 1991年[50] 紫苑 Aster tripolium 

1967年[37] 眼子菜 Potamogeton pectinatus 1993年[51] 秋茄树 Kandelia candel 

1970年[38] 欧石楠 Erica cinerea 1993年[52] 美洲苦草 Vallisneria americana 

1977年[39] 水稻 Oryza sativa 1999年[53] 灯心草 Juncus bulbosus 

1982年[40] 大米草 Spartina alterniflora 2001年[54] 虉草 Phalaris arundinacea 

1982年[41] 半边莲 Lobelia chinensis 2003年[55] 菹草 Potamogeton crispus 

1984年[42] 菜豆 Phaseolus vulgaris L. 2009年[56] 美人蕉 Canna indica 

1985年[43] 剪股颖 Agrostis gigantea 2009年[56] 黄菖蒲 Iris pseudacorus L. 

1986年[44] 云杉 Picea asperata 2009年[56] 水葱 Scirpus tabernaemontani Gmel 

1986年[44] 松树 Pinus resinosa 2009年[56] 茭白 Zizania cedu Ciflora Turez 

1987年[45] 香蒲 Typhala tifolia 2009年[57] 海草 Cymodocea serrulata 

1988年[46] 芦苇 Phragmites australis   

 

2.2  根表铁膜形成的影响因素 

根据目前国内外对铁膜的研究可以看出，根表铁

膜是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特别是在土壤

环境中，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调控根

表铁膜的形成。总的来说，影响铁膜形成的因素主要

分为生物因素和非生物因素[62]。非生物因素包括根

际周围的铁含量、氧气含量以及土壤或生长介质的物

理化学性质，如土壤结构、有机质、pH、Eh、土壤

肥力等[62–63]。生物因素包括植物品种、根系氧化力、

通气组织、根系孔隙度、根系泌氧能力以及根际微生

物等。干湿交替作为一种特殊的水分管理模式，不仅

能够改变影响铁膜形成的非生物因素，也能改变根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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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化力，是影响根表铁膜形成的重要因素。 

干湿交替是土壤淹水排水交替进行的过程，其氧

化还原状态也在不断变化着。当土壤淹水时，氧气含

量减少，处于还原状态，排水时则处于氧化状态。土

壤淹水时的氧化还原电位在 0 ~ 200 mV之间，而当

土壤中的氧化还原电位在 120 mV左右时，三价铁氧

化物会被大量还原为 Fe2+，因此淹水土壤中含有丰富

的 Fe2+，有利于铁膜的形成[64]。Xu 和 Yu[59]通过 N2

冲洗的方式隔绝空气与营养液之间的气体交换，降低

了氧化还原电位，诱导更多铁膜的形成，平均增幅为

31%，这说明了根表铁膜的形成与氧化还原电位呈负

相关。Mendelssohn等[62]也发现低氧化还原电位可以

促进水生植物根表铁膜的形成，这可能与低氧化还原

电位时，根际周围有较多 Fe2+ 有关。植物根系局部

氧化环境的形成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植物自身分泌

的氧，除了通过通气组织从地上部分输送下来氧气，

植物根系分泌的一些氧化性物质，包括过氧化物酶类

和过氧化氢酶，也可以将一些有机酸分解并释放出氧

气，如根际中的乙醛酸、草酸和甲酸均可在酶的作用

下分解，产生 CO2和过氧化氢，进而释放出氧气
[65]；

另一部分是土壤环境中的氧气。在干湿交替过程中，

土壤在排水的过程中增加了根际周围氧气含量。排水

时进入土壤的氧气和内源性氧化物质将 Fe2+ 氧化为

Fe3+ 沉积在根系表面，进而促进根表铁膜的形成。然

而，过多铁膜的形成又会阻止氧气的释放，成为根系

泌氧的屏障，降低根际的氧气含量[66–67]。所以我们

猜测，植物根系本身可能存在一种根据铁膜厚度调节

根系泌氧的机制，保持铁膜数量与根际氧气含量之间

的平衡。 

干湿交替过程通过土壤溶液中离子之间的相互

作用改变了根际环境中养分离子，如铁、锰的存在形

态，进一步影响了根表铁膜的形成和数量。苏玲[68]

发现土壤中氧化铁的形态在干湿交替过程中会发生

变化，淹水后，土壤中结晶态氧化铁含量明显减少，

同时无定形氧化铁含量大幅度提高，二者呈极显著的

负相关；落干后，结晶态氧化铁含量增加，而无定形

氧化铁含量减少，而且每次无定形氧化铁的增加量与

结晶态氧化铁的减少量大致相当。已有研究发现结晶

态铁和无定形铁与铁膜的形成密切相关，干湿交替可

能通过改变根际铁的含量和形态，从而影响铁膜的形

成[58]。生长介质中的其他元素也会对铁膜的形成产

生影响，如磷和硫。干湿交替降低磷的有效性，低磷

铁比可以诱导铁膜的形成[69–70]。土壤淹水后对磷的

吸附能力增强，一方面是由于在淹水还原条件下土壤

氧化铁等活化，形成大量无定形的铁氧化物及水化氧

化物，增加了土壤对磷的吸附位点；另一方面，淹

水后土壤本身 Eh 下降也有利于土壤氧化铁对磷的

吸附[68]。在土壤中施硫肥可以促进水稻根表铁膜的

形成，说明硫的存在有利于铁膜形成[71]。但它们促

进铁膜形成的具体机制还不清楚。 

植物根系氧化力是影响铁膜形成的重要因素之

一，干湿交替可能通过影响根系氧化力，进而影响铁

膜的形成。干湿交替植物根系在淹水时产生氧化胁

迫，体内产生过多的活性氧，诱导根系中主要抗氧化

酶活性提高，如超氧化物歧化酶、过氧化物酶等，提

高根系氧化力[72]。研究发现，水稻长期处于淹水条

件下会导致根系早衰，影响根系数量和根系质量，进

而影响产量的形成[73]。而经过干湿交替的水稻可以

利用“超补偿效应”改善水稻的根系形态和活性，提高

根系氧化力[74]。有研究发现，旱后复水有利于新根

的形成[75]。这是因为长期的淹水条件会导致土壤氧

气缺乏和根内有氧呼吸下降，适时干湿交替有利于及

时补充土壤毛细管孔隙的氧气，增强根系活力。因此，

干湿交替通过促进土壤孔隙的气体交换、改善土壤的

通气状况，增强了植物的根系活力，进而促进根表铁

膜的形成。 

前面提到过，干湿交替会影响根际微生物的活性

和群落结构，一定程度上提高微生物活性。而植物根

系周围多种多样的微生物会影响铁膜的形成，特别是

与铁的氧化还原有关的铁氧化细菌和铁还原细菌[2]。

Neubauer等[76]通过研究铁氧化细菌对灯心草根际铁

的氧化速率和铁膜形成的影响发现，铁氧化细菌可以

提高根际铁的氧化速率，影响铁膜的形成。在芦苇的

根际周围也发现了促进铁膜形成的铁氧化细菌，Guo 

和 Cutright[77]的实验发现柠檬酸会抑制铁氧化细菌

的生长，随着铁氧化细菌数量的降低，铁膜的数量也

随之减少。以上研究说明，根际是铁氧化细菌生长的

理想环境，它可以利用根系释放的氧气，调节铁的氧

化和铁膜的形成[78]。除了根际土壤，在根表铁膜中

也发现了微生物的存在。Trolldenier[79]在水稻根表铁

膜中发现了细菌，但并不知道这种细菌是铁氧化细

菌。Emerson 和 Southam[80]在 4 种不同品种的水生

植物根系中都发现了铁氧化细菌的存在，每克鲜根中

铁氧化细菌的数量可达 105，在酸性条件下，嗜酸性

铁氧化细菌–氧化亚铁硫杆菌能够提高铁的氧化力，

进而促进铁膜的形成。这些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在根表

铁膜的形成过程中，微生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3 根表铁膜形成的可能机制 

干湿交替是作物高产栽培中常用的灌溉技术，在

干湿交替过程中，根际土壤发生一系列物理、化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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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的变化，改变了根际周围的氧气、水分状况以

及养分离子的形态和有效性，如铁、锰、磷等。我们

通过研究水稻根表铁膜，发现干湿交替能够促进根表

铁膜的形成，随着干湿交替次数的增加，形成的铁膜

数量增多(图 2)，这说明干湿交替可以诱导根表铁膜

的形成。干湿交替改变了土壤的铁形态、水分状况和

氧化还原状态，而铁膜形成的机理主要从植株对铁的

吸收转运和根系氧化力两个方面进行探讨，所以我们

猜测，干湿交替可能通过影响与这两个过程相关的基

因表达诱导铁膜的形成。 

 

(a：长期淹水；b：干湿交替 3次；c：干湿交替 5次) 

图 2  干湿交替对水稻根表铁膜形成的影响 
Fig. 2  Impacts of drying-wetting cycles on formation of iron plaque 

on root surface of rice seedlings 
 

铁的吸收主要包括两个机制：机制Ⅰ是双子叶植

物和非禾本科植物吸收铁的主要机制，在缺铁时，植

物根系会在基因水平作出响应，将根际土壤中的 Fe3+ 

还原为 Fe2+ 供植物吸收[81–82]；机制Ⅱ植物主要包括

禾本科植物如玉米、水稻、大麦、小麦等[83]。研究

发现，铁膜形成所需的铁主要是 Fe2+，因此猜测铁膜

的形成主要与机制Ⅰ有关。关于机制Ⅰ在基因水平上

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主要包括 Fe(Ⅲ)还原酶基因和

Fe(Ⅱ)转运子。第一个 Fe(Ⅲ)还原酶基因 AtFRO2 是

从拟南芥中分离出的，铁缺乏可以诱导它的表达，由

于它定位在植物的根表，能够将 Fe3+ 还原为 Fe2+ 供

植物吸收，很有可能与铁膜的形成有关[84–85]。Fe(Ⅱ)

转运子同样定位于表皮细胞，将产生的 Fe2+ 通过细

胞质膜转运至细胞内[86–87]，所以我们推测，定位于

表皮层的 Fe(Ⅱ)转运子 IRT、NRAMP以及其他转运

子可能通过调控铁的转运速率参与铁膜的形成。 

铁营养的改变也会影响根系基因的表达，造成多

种基因的上调或下调[88]。干湿交替条件下，根际土

壤的铁形态发生改变，促进了 Fe2+ 与 Fe3+ 之间的循

环，在保障铁呼吸持续进行的同时改变了铁的营养状

况[89]。铁缺乏时，水稻根系中的 TOM1 和大麦中的

HvTOM1 基因高度表达，促进铁的吸收，在植物中

超表达这两个基因可以显著提高植物耐铁胁迫的能

力[90]。铁离子运输基因 FRD3 和 FRDL 同样也会响

应铁缺乏[91–93]。在拟南芥中，FRD3基因参与铁平衡

的调节，其突变体会降低根系铁还原酶活力，降低根

际 Fe2+ 的含量[91]。缺氧处理时，水稻 OsFRDL1基因

表达量上升，与野生型相比，Osfrdl1突变体 POD活

性下降，根表形成的铁膜较少，说明 OsFRDL1基因

可以提高根系氧化力，可能参与了氧缺乏条件下铁膜

的形成过程[94]。上述基因对土壤中铁的变化具有明

确响应，干湿交替通过改变根际土壤的铁形态可能会

影响这些基因的表达，然而这些基因是否参与铁膜的

形成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土壤水分状态的改变会影响植物体内多种基因

的表达。水稻为了适应淹水环境，形成通气组织将

O2 从地上部运输到根系，同时形成径向氧损失的阻

隔带[95]，如图 3。然而，干湿交替打破了水稻长期淹

水或落干的环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水稻根系径

向氧损失阻隔带的形成，进而影响胼胝质和木质素的

累积及与其合成相关的基因表达，但目前并不清楚这

些基因是否与铁膜的形成有关。 

 

(a中加厚的阻隔带主要由胼胝质(b-b中箭头所指)和木质素 

(c-c中箭头所指)组成，该图片引自 Nishiuchi 等[95]) 

图 3  淹水胁迫诱导水稻根系基部径向氧损失阻隔带的形成 
Fig. 3  Submergence stress induced the formation of radial oxygen 

loss barrier zone on rice root 
 

干旱胁迫时，对水稻叶片进行全基因组分析，差

异性表达基因共有 1 034个，其中上调基因 892个，

下调基因 242个，主要包括OsABA8ox、SUB1、SNAC1、

NAC6、NAC10等[96]。据报道，植物激素乙烯、脱落

酸和赤霉素在响应土壤水分变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

作用。研究发现，水稻中的乙烯响应基因 SUB1参与

了耐淹水胁迫[97–98]。出现淹水胁迫时，SUB1可以延

缓叶片衰老，保持细胞内碳水化合物含量的稳定[97]。

在淹水胁迫得到减缓后，SUB1A 可以调控随之产生

的氧化胁迫，增加活性氧清除酶的表达丰度，提高酶



230 土      壤 第 48卷 

 

活性，使其对氧化胁迫的耐受性增强[99]。由于土壤

淹水能明显提高土壤中 Fe2+ 的含量，旱后复水的水

稻 SUB1A 基因能提高抗氧化酶表达丰度，进而提高

酶活性，可以推测 SUB1A 在水稻根表铁膜形成过程

中有一定功能。 

在干旱胁迫时，植物会产生更多的脱落酸，它与

植物体内干旱胁迫信号转导密切相关，其主要功能

是调节植株体内水平衡和渗透压，在干旱胁迫时使

气孔关闭，诱导相关基因—ABA8ox家族的表达[100]。

在水稻中，ABA8ox 家族主要包括 OsABA8ox1，

OsABA8ox2和 OsABA8ox3。淹水胁迫时，OsABA8ox1

基因的表达导致脱落酸水平迅速下降[101]。OsABA8ox3

基因在干旱复水后高度表达，调控脱落酸的合成和分

解。干旱胁迫时 OsABA8ox3 基因的表达提高了超氧

化物歧化酶和过氧化氢酶活性，降低脂质过氧化物丙

二醛的含量，使水稻具有更高的抗氧化能力[102]。NAC

是一个特殊的转录因子家族，在植物的生长发育和逆

境应答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SNAC1、NAC6、NAC10

同属于 NAC家族，在干旱胁迫时，它们可以调控气

孔关闭，减少叶片的水分损失[103]。这些基因与根际

水分状况有关，因此可以推测干湿交替可能影响这些

基因的表达，而它们又会影响氧化还原相关酶的活

性，在诱导铁膜的形成过程中可能有一定作用，但其

具体过程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3  展望 

近年来，随着节水农业的发展，干湿交替作为一

种有效的节水灌溉方式，在调节养分吸收、提高抗逆

性等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因而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

注，一些学者探讨了干湿交替对根际特征的变化，并

取得了一系列进展。我们发现，干湿交替可以诱导根

表铁膜的形成，而铁膜在养分吸收和阻隔重金属上的

重要作用决定了它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对其研究也

越来越深入。但仍有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究，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铁膜形成的具体机制还不清楚，根据前人对

铁吸收运输的相关基因以及淹水和干旱胁迫下相关

基因的研究，利用分子生物学和生物信息学研究方

法，寻找与干湿交替有关的差异表达基因，探讨干湿

交替诱导根表铁膜形成的分子生理机制。 

2) 干湿交替技术是除了施肥之外一项重要的农

艺措施，在节水的同时可以提高作物品质，提高作物

的抗病性和抗逆性，然而对于不同作物，其最适合的

干湿交替程度和频率，以及最适合干湿交替的时期还

有待进一步探究。 

3) 应用干湿交替技术，通过改变干湿交替的频

率和强度调控铁膜的形成，并根据铁膜对养分的吸收

和重金属的阻隔作用提高作物品质，降低作物可食用

部分的重金属含量，为作物的安全生产提供新的方法

与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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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Drying-wetting Cycles on Changes of Rhizosphere 
Characteristic and the Formation of Iron Plaque: A Review 

YU Xiaoli, FU Youqiang, GAN Haihua, SHEN Hong* 
(College of Agriculture, South China Agriculture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Iron plaque commonly forms on the surface of hydrophytes roots. The amount of iron plaque on the root surface 

depends on rhizosphere Fe2+ concentration and oxidative power of plant roots. Alternate drying and wetting technique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agriculture production. During the processes of drying and wetting, variations of soil moisture and oxygen 

content resulted in changes of soil physical,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properties in rhizosphere, which influenced the formation of 

iron plaque. Impacts of drying-wetting cycles on rhizospheric characteristics were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The chemical 

components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iron plaque were analyzed. The process of iron plaque formation and the factors affected the 

formation of iron plaque were also discussed. Based on the above discussion, the possible mechanisms for iron plaque formation 

as influenced by drying-wetting cycles were proposed. Finally the methods for studying iron plaque form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 

in future were prospected. 

Key words: Drying-wetting cycles; Iron plaque; Rhizosphere characteristic 

 

 


